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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将“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落到实处 
 

本报记者   唐红丽  
 

  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让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

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在当前的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农民的财产权利保护喜忧参半。喜的是，部分地区已探索出

行之有效的经验措施；忧的是，因法律滞后及人为因素，农民财产权利受损的问题尚未解决。”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孙宪忠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农民究竟有哪些财产权利？在我国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及农村人口流动加速发展的当

下，确保农民财产权利还需解决哪些问题？围绕上述问题，记者采访了孙宪忠及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副编审姚佳。 
  积极实践探索保护农民财产权利新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报》：概括来说，农民的财产权利有哪些？ 
  姚佳：包括个人财产权利和基于集体成员权所享有的相关财产权利。《物权法》对集体财产

有明确规定。除《物权法》相关规定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集体财产还包括农村集体发展、

经营取得的各种收益，比如集体企业财产、股权、商标和专利等。但最基本、最核心、最重要的

仍是土地权利，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乡镇建设用地使用权等。实践的发展对确

保这些权利的实现提出了新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报》：具体表现为哪些新要求？ 
  孙宪忠：最突出的要求是将农民个人或家庭的集体财产权利予以 “固化”。现在，城郊农民

集体财富集聚很大，农民中出现了将集体财产股份化的要求。在这方面，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的

农村已探索出行之有效的机制，比如“南海模式”、“上海经验”、“北京崔各庄模式”等。 
  “南海模式”：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是以农村股份合作方式，将集体资产的净值、土地、鱼

塘折价入股，以社区内有农村户籍的农民为配股对象，按设定股权比例进行分红。股权确定后，

每户所持股份始终不变。农民集体成员权由此得以确保。 
  “上海经验”：将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到农民个人，农民变股民，按份享受集体资产收益。至

2012 年底，上海市 130 个村集体经济组织成立了 126 个公司、社区股份合作社和经济合作社，2011
年人均分红比上一年增长 3.8%。 
  “北京崔各庄模式”：朝阳区崔各庄 2009 年成立资源资产股份合作联社，其下辖行政村以集

体土地使用权入股，按各村土地面积份额确定持股比，成员依此获得分红和各种形式的利益分配。

这种改革使农民有相对稳定的收入预期。 
  法律滞后阻碍农民财产权利充分实现 
  ●农民“地权”等保障不够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前，确保农民财产权利的紧迫性何在？ 
  孙宪忠：随着我国现代化和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农民入城速度也在加快。问题在于，按现行

政策，农民取得城市身份就得放弃土地。过去，农民愿意放弃地权进城工作。但现在一些已取得

城市身份的农村人要求恢复农民身份，很多正在进城的农民强烈要求“带地入市”。这种现象在

广州、上海、北京等经济发达城市的近郊、城中村、城乡结合带等更为突出。而无论是“带地入

市”，还是返回农村，现行法律都不允许。 
  《中国社会科学报》：“带地入市”的理由是什么，不允许“带地入市”会对农民的财产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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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什么损害？ 
  孙宪忠：主要理由是当前城镇化与过去不同。现在的城镇化是基于城乡总体发展需要，农民

身份的转换只体现在户口上，还要就地从事非农产业，实现“就地城镇化”。在这种情况下，农

民并没有离开土地，有必要允许农民保留“地权”。 
  同时，农民最主要的财产权利和风险保障与土地捆绑在一起，如果无法“带地入市”，由城

乡二元经济结构造成的鸿沟就难以弥补，其财产权利难以得到长期持续的保障。 
  ●集体经济组织亟待发展转型 
  《中国社会科学报》：“南海模式”、“上海经验”、“北京崔各庄模式”的成功取决于哪些要素？ 
  孙宪忠：有三方面的要素。一是经济发展好，这是农民获得相应财产权利的物质保障。二是

集体经济组织的存在，这有利于带动农民发展经济，实现“量”的增长。三是固化、保障集体成

员权，保证农民享受集体经济发展成果。这些要素都影响着农民的财产权利。 
  《中国社会科学报》：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现状如何？ 
  孙宪忠：当前集体经济组织呈现两种状态：一是独立存在，但已转型为以“法人”形态经营、

发展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城郊地带多是如此。二是被村民委员会替代。一般而言，农村党组织、

村委会及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村发展的 “三驾马车”。而现有很多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由村委会代

替行使。这种情况在中西部以及不发达地区普遍存在。 
  《中国社会科学报》：缺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给农民财产权利带来怎样的影响？ 
  孙宪忠：从法律上讲，村委会是基层政权组织，不应承担经济职能。过去，农民的经济关系

只涉及土地，集体经济组织职能可合并到村委会。但现在要确保农民财产权利，促进农村经济发

展，就有必要进一步激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活力。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将来农民被赋予的财产权利内容也会不断丰富，需要充分发挥集体经

济组织作用，使其成为发展农村经济和保障农民财产增加的平台。 
  ●成员权确定存在难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确定上存在哪些问题？ 
  孙宪忠：如何确定成员权，法律无明确规定，各地区相继制定了较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政策，

但这些政策执行不到位，无法充分保障成员权。还有很多地方存在成员权资格确定难、时间点界

定难、固化方式不确定、集体成员意志无法有效表达等问题。 
  ●资产量化存在人为障碍 
  《中国社会科学报》：是不是还存在集体资产量化的问题？ 
  姚佳：对。保护农民享有集体资产收益的前提是量化集体资产，《物权法》等相关法律虽未

规定量化集体资产的规则与程序，但有关政策性文件中已提出要求，只是未提出具体落实措施。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一些地方的村镇领导只算“糊涂账”，不算“明白账”，不愿公开集体资产，

损害了农民成员权利。 
  完善法律确保农民财产权利不受侵害 
  《中国社会科学报》：确保农民财产权利，未来该怎么做？ 
  孙宪忠：第一，应从法律上承认农民长期而稳定的土地权利；第二，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形态以相应的法律地位；第三，从法律上保证农民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成员权的实现；第四，

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乡镇建设用地使用权等都需要在法律层面予以确保。 
  《中国社会科学报》：具体来说，如何保护农民的集体成员权利？ 
  姚佳：有两方面的要求：一是固化当前集体成员的财产权利；二是落实集体成员权的实现程

序，充分保障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加强村镇领导的“问责制”。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界定集体成员权的时间点方面，有何建议？ 
  孙宪忠：一些地方将 1956 年作为界定成员权的时间点，但这个时间点客观上难以追溯，缺

乏可操作性。我们更倾向于以改革开放后《民法通则》所规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基本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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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1987 年作为界定的时间点，这更为合理也更易操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姚佳：我们提出了两种法律完善方案：一是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或“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条例”；二是修改《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或制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条例”。在制定法律

或条例时，应给予实践中已出现的集体经济组织新形态以相应法律地位。 
  此外，建议进一步激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活力，改变其由村委会取代的现状。这样有助于

落实宪法与法律有关集体经济组织的规定，更好地保障集体成员权益。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落实量化集体资产的要求？ 
  姚佳：一方面，应以法律或政策明确要求量化资产，并提出具体时间表、路线图与落实措施，

这是深入推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紧迫要求。另一方面，应在确保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

基础上，将农村承包地、宅基地、林地等确权、登记、颁证到每个农民，实施以土地为基础的不

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在现有土地权属的基础上，赋予农民以利用、流转土地的权利，为农村改革

和城镇化做好基础性准备工作。 


